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文物中的古文明》評介

牛鵬濤　王澤文　劉風華

　　在當下“中國人文研究再出發”的整體背景下，如何從百餘年來中國學術的發展

狀況中展望未來的路徑與方法，是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由於理論和材料等方面

的關係，中國古史研究所面臨的發展前景最引人矚目。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李學勤

先生提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倡導“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應以歷史學、考古學、

古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注重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

科學的交叉。“中國古代文明”是李學勤先生長期所致力的諸多研究領域中一以貫之

的主題，他相繼出版的多部著作如《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文物

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也都以“文明”爲題。

《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是作者自２００３年秋正式調回母校清華大學工作至２００６

年末幾年間的論著彙集，是作者學術上豐厚積累和辛勤耕耘的碩果。内容側重近年

來新發現、新公佈的考古遺存與文字資料的探索研究，另有部分内容是根據新材料對

過往相關研究的再認識和推進。全書以考古學研究進展爲基礎，在諸多方面取得了

重要的突破和創獲，是作者多年所倡以多學科交叉與綜合爲特點的“中國古代文明研

究”範式的典型體現。該書在結構上共分爲七輯，涵蓋了作者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

諸領域：第一輯古史研究，第二輯甲骨學研究，第三輯青銅器研究，第四輯戰國文字研

究，第五輯簡帛學研究，第六輯年代學研究，第七輯學術史研究。

《文物中的古文明》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對古代文明研究領域中重要理論和方法問題的前瞻性探索。

《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第一輯“古史研究”和第七輯“學術史研究”，集中展現了

作者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重要理論與方法問題的探索。這兩輯的内容不僅在全書

中具有明顯的理論特色，而且對當下整個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深具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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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原則。書中多篇文章從學科發展的高度，闡述了相關學科的建立過程和

發展特點，指出應當堅持考古學與歷史學相結合，古文字學與古文獻學相結合，經學

研究的文獻學角度與思想史角度相結合，歷史學創新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文科發展中

多學科間交叉融會等幾個重要原則。

例如，《考古與古文獻的整理》論述了考古學對古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的影響和推

動，指出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相互配合正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讀〈周禮正義·天官〉

筆記》指出解讀金文及其他古文字中的職官制度時，應遵循孫詒讓《正義》中所揭示的

古代職官“彼此關聯，名稱互相通轉”的原則。《古文字與古文明：２１世紀初的認識和

展望》闡述了古文字在古代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研究中所處的關鍵地位。《談經學與文

獻學的關係》提出“經學”至少自孔子及其弟子對六經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和傳習論

述時就已肇始，過去認爲“經學時代”始自漢代的觀念應予糾正，除了思想史的方法之

外，對經學的研究還應注重以文獻學爲基礎的研究角度。《國學與經學的幾個問題》

闡述了對國學應持的態度和方法，對先秦及漢代經學如何把握等問題，强調要重視對

漢末至唐代經學的研究，重新認識清代學術的複雜性。《理論與歷史學的創新》從郭

沫若、侯外廬、蘇秉琦等人的學術個案出發，總結了學術創新的根本性、實踐性和對個

人勇氣的要求。《深入探討遠古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探討了古史傳説與文獻、考

古之間的關係問題。《交叉學科與文科的發展》、《歷史學、考古學與古文字學的結合

和互補》提出多學科的交叉綜合是開創學科發展新局面的必要條件。

（２）重要課題。《有關古史的十個新發現》、《考古最新發現與先秦史研究》、《虞夏

商周研究的十個課題》、《最新考古發現對古代研究的影響》、《中國古文字學的最新進

展》、《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等文章是作者高屋建瓴指出的學科發展前沿和最

具價值的研究課題。

具體包括：作者通過對陶寺“觀象授時”遺址、洹北商城、花東甲骨、大辛莊甲骨、

周公廟甲骨、周公廟西周遺址、眉縣楊家村青銅器、遂公盨、郭店和上博楚簡、里耶秦

簡等十項新發現遺址與資料的分析，討論了新發現與古代歷史研究間的關係，重申了

“二重證據法”的重要意義。另外，作者還列舉了考古遺址與唐虞探索，夏代歷史文化

探討的區域擴大，商代甲骨文的分期與歷史地理研究，西周王畿内外諸侯的形勢，西

周的年代學，西周的經濟制度，楚國歷史和文化，春秋戰國學術思想史的重新考量等

八個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課題。作者提出的中原地區與邊遠地區的歷史作用問題，

中國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等課題也富有理論意義。

在《古文字與古文明：２１世紀初的認識和展望》一文的“關於青銅器分期的十個

課題”部分和第三輯《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一文中，作者還指出青銅器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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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綫性，分期與分域結合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譜系，並提出了中國青銅器的

産生，青銅器銘文的早期形態，商末青銅器，周初的“月相”，西周共和以下青銅器，秦

楚青銅器的演變，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銅器，長江下游青銅器的序列，巴蜀青銅器文字

的解讀，漢初青銅器的特點等十個對青銅器分期研究具有較大推動作用的研究課題。

（３）學術史總結。《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在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探索上，還包含有

對學科發展史進行回顧和思考的文章，如《侯外廬先生與明清之際學術思想研究》、

《容庚先生對青銅器研究之重大貢獻》、《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的背景與影響》、

《王國維的“闕疑”精神》、《深入探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就與經驗》、《追憶馬承源先

生給我的幫助》、《學術的綜合和創新———紀念陳夢家先生》等。這組文章通過對思想

史、古文字學、古史研究等學科發展歷程的回顧，特别是對學科發展史中重要人物的

學術特點進行分析，爲學科今後的發展作了寶貴的理論和方法總結，具有重要的指導

意義。

（二）堅持“二重證據法”和考古學基本方法，對甲骨學和青銅器、金文進行探索，

得出許多新知。

（１）《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的第二輯“甲骨學研究”部分，包含了作者在甲骨學方

面的十五篇成果。作者注重運用考古學基本方法對同爲考古遺物的古文字材料進行

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主要創獲包括：《關於花園莊東地卜辭的所謂“丁”的一點看法》探討了殷墟花園

莊東地甲骨卜辭中所見的一個指代商王的常見字，過去學界一般釋爲“丁”字，與卜辭

中不見生人稱日名的條例相矛盾，作者指出該字字形爲一圓圈，是“璧”字的象形初

文，讀爲“辟”，是對王的稱謂。《再論家譜刻辭》指出“子某”有自己的譜系，與商王室

没有直接的血統關係，卜辭“子某”的“子”恐都不宜作兒子解，並進一步提出應結合新

發現的材料，重新審視過去著録的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從兩條〈花東〉卜辭看殷禮》

根據《花東》４８０、３６３兩條武丁時期的卜辭，與《殷契萃編》中年代在康丁前後的１０００

胛骨卜辭，以及年代爲商末的陝西長安大原村始尊銘文，指出它們雖彼此年代相隔甚

遠，但在“圭一、珥九”或“戈一、珥九”的用禮制度上幾乎完全相同，這充分表明“殷禮”

在前後演變的同時也具有一貫性和制度性，明確了從禮制角度出發研究甲骨，探討當

時歷史文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祼玉與商末親族制度》探討了殷墟劉家莊南所出

“玉璋”朱書文字，證明至少在商末親族制度已經相當規範和複雜，後世宗法制度於此

已有其雛形。《論新出現的一片征夷方卜辭》探討了新出現的一片黄組征夷方卜辭，

與《合集》、《合補》相關卜辭合觀，可知夷方被商朝征伐的原因是侵擾了商的東國，也

即東土，由此，夷方居於商朝的東方得到了終極的證明。《一版新綴卜辭與商王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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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史記·殷本紀》的商王世系比過去理解的更爲可信，該版新綴卜辭爲歷組卜辭

的時代再次提供了有力證據。《論清華所藏的一版歷組歲祭卜辭》指出該版卜辭反映

的是在“周祭”之前的一種不太規則的特殊歲祭，祭祀的隆重程度偏於近世先王，可與

文獻相印證。《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指出幾項新材料是西周存在《周易》經文，周

朝與諸侯國在文化上關係密切的明證。這些文章不僅對甲骨卜辭進行了文字釋讀，

更從歷史和制度的層面做了重要推進，堪稱同類研究中的典範。

（２）《文物中的古文明》第三輯“青銅器研究”、第四輯“戰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年

代學研究”的多篇文章，都屬於青銅器與金文領域的研究成果。書中對金文的考釋，

是與對傳世文獻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緊密結合的，同時，作者認爲金文的研究只是青銅

器研究的一個部分，所以對没有銘文的青銅器也同樣給予重視。作者主張通過對青

銅器五個方面（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和工藝）的深入研究，把其中所藴藏的文化内涵

充分闡發出來（《從眉縣楊家村窖藏談青銅器研究的五個方面》）。主要創獲有：通過

對各器物及其銘文的研究，探討了殷周制度變遷，商末歷史地理，西周王朝與諸侯國

間的關係，西周社會經濟狀況，祭祀典禮及祭祀觀念，世族，學制，青銅器分期等許多

重要問題。

例如，《論士山盤———西周王朝干預諸侯政事一例》探討了西周王朝對諸侯國的

事務擁有较大的干預能力，有助於深入理解西周時期王朝和諸侯國之間的關係。關

於金文和文獻中的“士”，還可參看作者近年所撰《文盨與周宣王中興》一文（《文博》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收入《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李學勤卷》）。《禹鼎與張家坡井叔墓

地》將青銅器及其銘文進行繫聯，提倡根據新出銅器銘文推進西周世族研究。《季姬

方尊研究》討論了銘文所反映的西周社會經濟狀況。《作册般銅黿考釋》涉及商末的

歷史地理問題。《僕麻卣論説》、《商末金文中的職官“攜”》由銘文中的“僕”和“攜”入

手，討論了殷周職官制度的發展演變。《伯■青铜器與西周典祀》討論了西周的祭祀

典礼以及周人的祭祀观念。《試論新出現的版方鼎和榮仲方鼎》則討論了銘文中的

“序”與西周的學制。關於“序”字，作者後來在《論榮仲方鼎有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

又有補證（收入《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李學勤卷》），可以參看。《西漢金文中的咸

陽》討論了秦都咸陽與西漢雲中郡咸陽縣的區别。《關於鹿邑太清宫大墓墓主的推

測》探討了宋國的早期歷史。《談西周厲王時器伯■父簋》根據人物和史事的繫聯，確

定了一批厲王時與南征有關的青銅器。

在《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中，作者提出在分期的方法論上應强調把考古

學的類型學研究放在首位，再以古文字學等去論證和深化，考慮青銅器的多綫演變，

分期與分域相結合，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譜系。體現這一研究方法的，可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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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侯壺的年代與史事》一文對傳世青銅器洹子孟姜壺時代的認定。作者在《北京東

北旺出土叔繁簠研究》、《論應侯視工諸器的時代》等文中進一步指出，判斷青銅器的

時代應把考古學的層位學、類型學方法放在首位，當該方面與銘文釋讀發生矛盾時，

應先對後者進行核檢。《莊白■器的再考察》結合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等所出新材

料，以及“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青銅器分期斷代和金文曆譜研究的新進展，對西周中期

後段到晚期前段的有銘青銅器進行了深入分析。該文是對作者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

所作《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尺規》的進一步推進和完善。

作者對戰國文字的研究，同樣注重與歷史、考古研究的有機結合。如《滎陽上官

皿與安邑下官鐘》、《三年垣上官鼎校量的計算》對戰國量器的校量問題的研究，《釋東

周器名巵及有關文字》對銅器銘文中“■”、“■”、“枳”的釋讀，及其與文獻中“巵”字關

係的討論，與經籍所載禮制的印證等，都是這一特色的體現。

第六輯“年代學研究”部分，是作者繼《夏商周年代學札記》（１９９９年）之後在三代

年代學方面工作成果的集中體現，反映了作者結合重要新發現和新進展在該領域持

續深入的探索。如《眉縣楊家村器銘曆日的難題》針對眉縣楊家村出土的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佐鼎曆日的不能調和現象，結合金文材料中的“十四月”記載，討論了西周晚

期曆法的粗疏和調整。《談寢孿方鼎的所謂“惟王廿祀”》關涉商末諸王年祀。《晉侯

蘇鐘的年代學問題》由金文人物事項的繫聯論證晉侯蘇鐘歸於厲王世的合理性。《談

伯吕父盨的曆日》、《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論■簋的年代》、《補論不其簋的

器主和年代》、《頌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論倗伯爯簋的曆日》等文也都是對西

周金文曆譜的檢驗和進一步完善。

李學勤先生多年前即提出“比較考古學”，目的在於强調比較研究在考古學中的

重要性（見氏著《比較考古學》）。《談大型連弧紋彩繪鏡》討論西漢文化藝術傳播的廣

泛性和普遍性，《蒙古新發掘匈奴墓所出漢鏡》、《重論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漢鏡》論

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就是作者在這方面工作的繼續。

文物是具有重大學術意義和藝術價值、不能再生的財富，祖國文物由於種種原因

不幸流散是極令人痛惜的。對這些文物辛勤訪求並進行介紹和研究，是彌補這一缺

憾的可行方法。作者多年前曾將有關論作彙集爲《四海尋珍》，《文物中的古文明》書

中也有相當篇幅關注於此。

由於時代的久遠和材料的局限，對於中國古代文明這一極具廣度和深度的大課

題的探索，研究結果必然會隨不斷涌現的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新理論而有所前進。科

學研究是無止境的，這就要求科學工作者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文物中的古文

明》書中《“秦子”新釋》、《〈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前言》等文對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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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早期大墓墓主的身份的反復討論，《中山石刻釋文》對中山石刻的改釋，《十二字越

王州句劍讀釋》對劍銘文字的新讀等，都體現出作者在學術問題上勇於進取、不斷反

思、堅持求真的可貴精神。

（三）通過簡帛佚籍與傳世文獻的對照，致力於重寫學術史。

作者多年來一直倡導深入研究學術史，强調將考古學的成果與學術思想的研究

結合起來，對學術史上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再認識，進而重寫學術史。《文物中的古文

明》第五輯“簡帛學研究”就是作者在這一領域最新成果的體現。這一輯中的十九篇

成果，内容涉及對上海博物館楚簡、郭店楚簡、馬王堆帛書、包山楚簡、新蔡葛陵楚簡

等多批出土簡帛佚籍和文書的研究。

該部分的主要創獲有：《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子羔〉等三篇並非一卷》討

論了楚簡的文字釋讀和簡序編聯，並分析了全篇的主旨内容和文本性質。《論先秦道

家的“夜行”》、《楚簡〈恒先〉首章釋義》、《釋古代道家的“宇宙”》一組文章討論了道家

“夜行”、“恒先”、“宇宙”等重要概念，並與相關文獻予以比較研究。《論戰國簡的卦

畫》、《由楚簡〈周易〉看馬王堆帛書〈周易〉經文》、《出土文物與〈周易〉研究》、《〈周易〉

與中國文化》一組文章討論了馬王堆帛書《周易》、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上博楚簡

《周易》、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等四批與《周易》密切相關的材料，指出長期以來人們

所謂的“數字卦”、“筮數”實際上都是“卦畫”，對帛書《易傳》的珍貴價值予以肯定。

《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探討了儒家孔孟之間、道家老莊之間學術思想的演變。《〈尚

書·金縢〉與楚簡禱辭》指出《金縢》與楚簡在禱祝上的類似性，及其所反映的古代禮

制的承續性。《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則對目前所見有紀年可考的楚簡及其所出墓

葬的年代作了系統全面的討論，可作爲戰國楚簡和楚墓年代尺規的定點。

整體來看，《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體現了多學科結合、多材料互證、多角度探索

等研究特點，是作者在學術上多年耕耘所獲成績的代表。該書不僅在探索一些具體

的學術問題上取得了許多新知，更通過這些研究案例，展現了作者在考古學、歷史學、

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領域中的宏觀把握能力和理論思維水平，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

法都極具典範性，相信對相關學術研究的影響是廣泛和長久的。

（牛鵬濤　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王澤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風華　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１２３·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